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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基因科技风险预防之尊严观的反思与重构

石 晶*

内容提要:人体基因科技风险的预防立场取决于相应的价值观念。自由尊严观坚持尊严自主论,

强调自尊和自主决定,相应的科技风险预防立场为弱式风险预防。秩序尊严观包括主客二分论、

自然中心论、人性中心论,相应的科技风险预防立场为强式风险预防。自由尊严观和秩序尊严观

存在论证疏漏和内涵空洞等理论弊端。与之相应的弱式风险预防指向不明,强式风险预防缺乏理

性,二者在指引国家公权力预防人体基因科技风险时均会产生实践危害。人体基因科技风险预防

的价值应当被重构为包含平等、自由、安全和共同福利四个维度的正义尊严观。正义尊严观涵括

的风险预防立场为充分风险预防,充分风险预防较其他预防立场更具有优势。

关键词:人体基因科技风险预防 自由尊严观 秩序尊严观 正义尊严观 充分风险预防

一、问题的提出:人体基因科技风险预防的价值遵循

科技发展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人体基因科技甚至影响了生命形态,由此产生

了一系列的技术风险和伦理风险。风险预防原则作为一项法律原则回应科技风险尤为必要。然

而,风险预防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多种版本,〔1〕 即便其作为一项法律原则也蕴含多种价值理念。

风险预防在本质上是一个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过程。不同的价值理念决定了不同的预防立场,

国家预防行为的立场选择同样遵循此种认识论规律。价值立场的选择体现了国家对于人体基因科

技发展和风险预防的价值偏好,表明了国家意志,进而,国家通过立法等行为体现国家意志。然

而,国家的权力并不能够说明什么样的法律是正确的法律,国家权威的正当性无法建立在权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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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人性尊严是国家权力伦理的正当性根据,或者说,人性尊严在本质上是法的原则,并且,人

性尊严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能够从公民文化中找到依据。〔2〕可见,人性尊严是国家意志的核心

关照。人体基因科技风险对人性尊严构成了威胁,这必然要求风险预防将人性尊严作为核心要

义。因此,尊严观念是国家预防人体基因科技风险的价值依据和内在理由。这种将风险预防与尊

严观念进行本体与价值勾连的观点属于风险预防的尊严内置论。而尊严属于一个诠释性概念,具

有可争议性,不同主体对尊严存在不同的解释性观念。〔3〕这意味着无法对风险预防的尊严内置

论进行单一解读,需要对不同尊严观及其涵括的不同风险预防强度进行拆分式解读。多向度的尊

严观念阐释有助于为人体基因科技风险预防的立场选择提供价值依据。

从学界关于人体基因科技风险预防的研究现状看,法学研究者更多地从风险规制措施的制度

层面建构国家预防科技风险的法治路径,〔4〕哲学研究者更倾向于从伦理原则、〔5〕伦理界限 〔6〕

和 “帕累托改善”〔7〕等道德哲学角度分析现代科技的价值选择问题。鲜有学者从尊严内置论

的角度阐释风险预防的价值立场。既有研究仅将人性尊严作为风险预防的外在影响因素,并未

对风险预防进行充分的价值解读,也未提出明确的风险预防立场。这会导致风险预防原则的价

值指引不明确,无法一以贯之地将特定尊严观念落实到国家风险预防的制度构建中。本文将运

用法学与哲学交叉研究方法,从风险预防的尊严内置论视角探讨国家预防人体基因科技风险的

价值遵循和立场选择问题。本文研究的问题聚焦于,应当选择什么样的尊严观念作为国家预防

人体基因科技风险的价值基础。该问题的重要性在于,价值立场的选择决定了风险预防应当达

到何种程度。

二、自由尊严观与弱式风险预防

人体基因科技的发展无法脱离自由尊严观。自由尊严观坚持以自尊为核心的人的尊严,且自

尊与自主决定密不可分,德沃金主张的伦理个人主义的尊严自主论便属于自由尊严观。自由尊严

观对于人体基因科技秉持着全面支持的态度,此种自由伦理观的价值立场对人体基因科技的研究

和应用缺乏必要限制。

(一)尊严自主论的自由尊严观

尊严自主论体现为人性尊严两原则:一为客观重要性原则,即任何人的生命一旦开始便应当

是成功的而非失败的,生命的潜力应当被实现而不应当被浪费,这对每个人的生命在客观上都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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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重要。所谓的 “客观”重要性是强调,一个人生命的成功不仅对他自己或他身边的人重要,而

且人们都有理由关心其他人的生命,并希望他拥有一个成功的人生。二为自主决定原则,即在承

认每个人的生命具有客观重要性的基础上,每个人对自己的生命都具有一个特殊的责任,根据这

种具有内在美德的特殊责任,个人有权作出关于什么是成功的人生的基本决定。〔8〕

这两个原则作为伦理命令具有实际效力,均体现出了尊严观的自由向度。第一条原则强调自

尊 (self-respect),即每个人都应该认真对待自己的生活,承认自己的生活应当是一次成功的表

现,而非一次机会的浪费。这里的 “自尊”是承认性尊重 (recognitionrespect),是基于人之地

位的承认而必须表现出的尊重,体现为生命同等重要的尊严观,是对内在于事物本身超然价值

(detachedvalues)自身的尊重,不同于评价性尊重 (appraisalrespect),并非根据某个人的品质

或成就表现出对人的尊重,与存在于特定主体利益之中、涉及效用和公正的派生价值 (derivative

values)不同。〔9〕第二条原则强调本真性 (authenticity),即每个人都有一种特殊的个人责任,

确定在自己的生活中什么算是成功,以及通过自己认同的前后一贯的叙述创造这种生活的个人责

任。〔10〕自尊和本真性构成自由尊严观的双重向度:自我尊重是尊严的首要方面,每个 “自我”

均具有承认自身具备尊严的自由,且这种自由具有本真性指向的伦理独立性,在自己和他人的关

系中试图作出确立尊严的决定时,这种决定应当由本人自主作出。

自由尊严观为人体基因科技辩护:人体基因科技利于提升自尊,它并不涉及具体人群的利

益,而是关系到了以何种方式产生什么样的人这一问题。基于伦理道德反对人体基因科技的理由

不能为终止相关研究提供恰当理由。〔11〕人体基因科技的研究会带来诸多医学收益,会使人类后

代的生命更长久、更富有才华,并因此取得更大的成就,其本身并没有错。如果扮演上帝意味着

努力改善我们人类物种,在漫长的自然发展过程中加入我们有意识的设计,那么,客观重要性原

则会认同这种努力,并且,根据自主决定原则,在缺乏确定的证据能够证明危险时,禁止阻碍那

些自愿引领改善人类物种的事业、为此付出努力的科学家和医生。〔12〕据此可知,自由尊严观对

人体基因科技秉持的价值是:人体基因科技发展符合自由尊严观的自尊原则和本真性原则,公众

以道德和伦理信念为根据反对人体基因科技会阻碍科学进步和人类发展。

(二)自由尊严观涵括的弱式风险预防

在自由尊严观之下,由于每个拥有生命的人都有权作出关于什么是成功生活的基本决定,因

此,政府应当让人们自由地为自己作出关于生活成功标准的决定。〔13〕本真性原则所具有的伦理

独立性具有明确的自由指向,其伦理意义在于,国家的刑法或者其他形式的国家行为所施加的或

者潜在的强制,在保护 “好好生活”所要求的个人尊严方面起到作用,但是,珍惜自己尊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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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拒绝基于对社会和政治制裁的恐惧而塑造自己的伦理价值观。〔14〕与之相应的国家预防立场

则体现为弱式风险预防。弱式风险预防指公权力机关不得以缺乏科学确定性为由拒绝采取风险应

对措施,其为公权力机关拒绝采取行动排除了缺乏充分的科学确定性这一理由,〔15〕在实质上仅

提出了一个反对采取预防措施的可能理由。〔16〕

弱式风险预防的本体蕴含自由尊严观,秉持着自由的价值立场,其坚持法律保障每个人在主

观和客观的各个层面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发展状态,〔17〕这种发展导向每个人所追求的具有客观

重要性的成功。自由尊严观推导出来的国家预防立场也有所特指:自尊原则为派生价值提供了

理由,主张应当以取得 “成本—收益的效用”为根据展开国家预防行为,本真性原则要求伦理

独立性,旨在解决超然价值问题,只有个人才能够决定什么是以及如何达至成功的人生,而不

应当受到国家行为的威慑而被迫进行伦理选择。基于此,国家对于人体基因科技的干预是极为

有限的,在缺乏确定的证据能够证明危险的情况下,禁止对科学家和医生所从事的人体基因科

技活动进行干预。基于这种自由尊严观的立场,德沃金主张用 “成本—效益”的分析方法解决

派生价值的问题,同时强调风险的科学确定性,这指向了国家对人体基因科技的弱式风险

预防。

从风险预防的尊严内置论看,自由尊严观与弱式风险预防的内在关联在于:第一,从衡量方

法看,弱式风险预防排除了缺乏确定性的损害证据作为拒绝监管的理由,通常运用成本效益分析

方法对风险决策进行考虑。〔18〕自由尊严观基于派生价值同样对人体基因科技作出评价,要求衡

量一部分群体的收益和另一部分群体的损失,以及成本和效益存在的公平性问题。〔19〕二者均遵

循本益衡量的方法论。第二,从证明机制上看,弱式风险预防强调国家不得以缺乏风险的科学确

定性为理由拒绝采取风险预防行动;自由尊严观主张,只有存在明确证据足以证明危险的存在,

才可以对科学家和医生的行为予以限制。且客观重要性原则强调,国家应基于超然价值对人体基

因科技进行评价,并建立相应的制度和政策。〔20〕可见,二者均为国家采取预防措施提供正当性

或合法基础,虽然并未涉及采取何种干预手段,对预防手段类型的证明要求较低,但是对采取预

防措施提出了 “危险存在”的证明要求。

(三)自由尊严观与弱式风险预防的弊端

自由尊严观本身存在难以克服的逻辑悖论。尽管自由是人拥有尊严的最终秘密,是最直接明

了的、不可再还原的规范性道德起点,〔21〕也是任何主体不可或缺的利益和法律必须保障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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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纯粹的实践理性和理性法则的反思会将我们带入一个无条件的价值理念,自由并非毫无限

度,特定主体无限度的自由必然会影响其他主体的自由。自由尊严观在客观重要性方面强调的

“成功标准”会威胁本真性原则下的自主决定,使 “自主”背离其本质而成为 “他主”,由此产生

了自由尊严观反而会危害自由的逻辑悖论。

自由尊严观涵括的弱式风险预防同样存在理论弊端。弱式风险预防被视为微不足道,如果预

防原则仅声称完全的确定性不是采取预防措施的先决条件,那么,它实质上没有明确的预防指

向,因为这是每一个理性决策制定者都已然接受的。〔22〕桑斯坦认为,预防是规制风险的一种粗

糙的、有时是反常的方式,可以通过其他更好的途径实现这些目标,弱式风险预防原则是没有用

处的,它 “不会把人引入任何方向”,只会因为可识别的认知机制而给人一种 (虚假的)可行的

假象,这种认知机制导致人们的视野狭窄。〔23〕其他学者同样认为,弱式风险预防 “弱得无益”,

难以为决策提供任何方向上的指导,表现得微不足道,其只是拒绝了决策者在采取预防措施之前

完全确定威胁存在的要求,事实上,它没有规定任何具体方法来衡量现代科技可能的成本和效

益,其适用范围非常狭窄。〔24〕

自由尊严观及其涵括的弱式风险预防不仅存在理论弊端,在国家预防人体基因科技风险的实

践中同样会产生危害。如果国家秉持自由尊严观并遵循弱式风险预防,则会导致国家对于任何存

在危害预期的人体基因科技风险均保持谨小慎微的态度,国家的立法权和行政权均无法对公民的

科研自由、行为自由进行事前干预,国家对具有自由属性的公民行动进行限制会被视为违反过度

禁止原则的公权力肆意。国家预防行为在立法上缺乏基于风险理由限制私主体自由的明确法律规

范,由此导致缺乏对科技风险进行事前预防的风险行政机制,国家对具有科学不确定性的人体基

因科技风险保持相对消极的态度,无法及时精准定位科技风险并采取积极的风险规制措施。其实

践危害为,一旦国家对自由保障的程度过重,则会影响与自由价值相对应的秩序价值的实现,也

会反过来危害自由本身。国家预防科技风险时的公权力行使因保障公民自由而止步不前,则无法

对社会秩序进行有效维持,缺乏必要限度的自由尊严观和弱式风险预防会导致无序状态。此外,

自由尊严观支持自由主义优生学,对于任何类型的人体基因科技研究与应用均缺乏必要限制,其

涵括的弱式风险预防难以发挥规制风险的理论效用。

三、秩序尊严观与强式风险预防

相较于自由尊严观,面对人体基因科技存在更为保守的人性尊严观,这种尊严观蕴含着秩序

的价值内核,诉诸秩序的内在价值,存在着对确定性、可预见性的价值诉求,因此被称为秩序尊

严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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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秩序尊严观的三种形态

1.主客二分论的秩序尊严观

欧盟对人体基因科技秉持主客二分论的秩序尊严观。1997年欧盟 《<人权和生物医学公

约>关于禁止克隆人类的附加议定书草案》规定:克隆使人类选择性繁殖成为可能,将人类视

为储存零件的仓库,使人类工具化,把人从主体变成客体,违背了人本身的目的性存在,故侵

犯了人的尊严。〔25〕1998年 《欧盟议会关于克隆人的决议》要求成员国颁布立法,对克隆人实行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禁令。〔26〕相较于克隆技术,欧盟对人体基因科技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但

依然强调人作为目的的绝对地位。1997年欧盟 《人权和生物医学公约》规定:“必须认识到确保

人类尊严的重要性和滥用生物科技可能危害人的尊严的行为”,“修改人类基因的干预只能用于防

治疾病目的,且不得对后代的基因进行任何修改。”〔27〕尽管如此,由于改造胚胎被视为对人的亵

渎,胚胎与人类一样,具有全部的道德地位,〔28〕治疗型的人体基因科技同样备受诟病。

欧盟坚持康德的主客二分论的尊严内涵,人与物的绝对分裂思想一直充当着限定人性尊严的

原理:在目的的王国中,一切东西要么有一种价格,要么有一种尊严,有价格的东西可被其他等

价物取代,与此相反,超越一切价格、不容许有等价物的东西则具有一种尊严。〔29〕而欧盟的尊

严立场恰恰在于,人作为目的性存在,不能够被当成客体地位的工具,胚胎同样具有完全的道德

地位。这种对目的与手段进行严格区分的价值秩序观,与自由尊严观忽略人类胚胎的道德地位

迥异。

2.自然中心论的秩序尊严观

桑德尔主张的尊严观以自然为核心,体现为自然秩序主导的尊严观,其坚持人体基因科技应

用以自然为限度。基因改良最深层次的道德疑虑在于,“对人类地位的理解和提升人类地位的愿

望”,但伦理上的自主、平等及技术上的不安全均不足以成为禁止该技术的理由,真正的理由是

自然的道德地位,〔30〕即自然存在的生命是自然的馈赠,这种馈赠与生俱来,不能被其他生命操

控 〔31〕。自然中心论的秩序尊严观并不反对合理的技术应用 (如救死扶伤),而反对超越自然界限

的滥用 (如基因增强制造 “比好更好”的完美),其中的 “度”即是自然的状态。〔32〕一个以往由

自然命运决定的领域不应当成为可以进行人为选择的竞技场。〔33〕

自然中心论的秩序尊严观认为,“技术是对自然所给定的秩序和结构的否定,它可以按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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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欲求而 ‘万能地’改变自然之所是 (thenatureasitis),把自然变成它所不是的那样 (what

itisnot)”,“对此应设定限制规则,包含具体的、适合人类生命初始之谜的道德约束”〔34〕。此

种秩序尊严观强调尊重自然之道、自然的偶然创造,人类的改造行为应与自然秩序相吻合,而自

然秩序下的伦理观与物种的自然属性相关联,且这种自然属性被其置于规范金字塔的顶端,比

“自主权”“公正”和 “个人权力”更重要。〔35〕在此观念之下,人体基因科技应用以自然为限度,

低于生命自然标准的疾病被视为可以运用人体基因科技治疗,但禁止超越生命自然限度地打造完

美状态。

3.人性中心论的秩序尊严观

哈贝马斯主张的尊严观以人性为中心,坚持尊严的人性秩序内核,属于人性中心论的秩序尊

严观。他认为,“人的尊严”是在严格的道德和法律意义上的对称关系,表明了一种 “不可侵犯

性”〔36〕,其核心指向了人的内在本质,即人性。然而,至今仍然缺乏对人性的明确界定。〔37〕根

据人性中心论的秩序尊严观,物种遗传的优化不能够被看作是增加了个体自主性,相反,它会破

坏独立生活、彼此尊重的人性规范。〔38〕如果把人的生物基础理解为不可丢弃的人性,那么,保

护基因遗传的完整性则被视为正当的。而干预人体基因则意味着,生命体在诞生前受到了支配,

“设计生命”的干预行为侵犯了人的存在方式;设计者以不可撤销的方式改变生命的初始条件,

从内部侵入了另一个人的自主意识,成为他人生活的共同创造者 (co-author)。〔39〕

这实际上强调,只有基于偶然事实自然出生的人才能确保其在道德意义上的自主性,经过基

因设计的生命体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其与设计者的从属、控制关系。〔40〕生命的偶发性决定了人类

生命道德形态,〔41〕人性要求出生的偶然性和个人作为生命中的 “唯一作者”,“设计生命”的干

预行为打破了生命的偶然性和自主性,被视为对人性的侵犯。对人生命体的根本改造使 “自然

人”“自然生命”沦为 “技术人”“人工生命”,彻底改变人的本性与结构,从根本上颠覆了作为

道德起点的人性基础。〔42〕故人性中心论的秩序尊严观要求,在人类的生命发展史上要维护以人

性为基础的秩序尊严观,排除对基因进行的人为干预。

(二)秩序尊严观涵括的强式风险预防

秩序尊严观强调人的尊严不能违逆人作为绝对目的的秩序、自然的秩序和人性的秩序,秩序

尊严观论者相较于自由尊严观论者而言,对人体基因科技持有更保守的态度,其风险偏好更低,

且往往将国家视为维护秩序的积极行动者,秉持强式风险预防的规制立场。强式风险预防指,当

存在严重威胁他人 (包括后代)健康或破坏环境的风险时,即使这种风险存在科学不确定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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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作出防止此类情况发生的决策,除非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损害不会发生。〔43〕强式的积极预防

强调必须采取广泛的预防行动,以完全消除对人类福祉的任何潜在威胁,而不考虑预防行动的成

本、威胁可能发生的程度以及威胁造成的危害程度。〔44〕强式风险预防的意涵在于,即使存在着

风险不确定性,依然要求国家积极作为,同时并未对举证责任进行限定,国家采取积极预防措施

不以能够证明确定损害为前提,也不受制于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甚至在面对事关重大的风险的情

况下被视为一种不计代价的国家预防行为。〔45〕秩序尊严观相较于自由尊严观更追求稳定和可预

期性,这种价值偏好影响了风险预防强度。

主客二分论的秩序尊严观严禁不以诊断或治疗疾病为目的干预人类基因的行为,且主张对任

何修改后代基因的行为均予以禁止。〔46〕该尊严观诉诸禁止性命令进行预防。主客二分论蕴含着

强式积极预防中的禁止性预防方式,即通过禁止可能造成重大损害的活动来预防风险,除非该活

动的支持者表明该活动不存在损害危险。〔47〕禁止性预防是强式风险预防中力度最强硬的规制手

段,从根源上杜绝了行为引起风险的任何可能性,因此,禁止性预防也是效果最明显的风险规避

方式。主客二分论的秩序尊严观通过禁止的方式排除克隆技术和非治疗型人体基因科技带来的风

险,涵括强式风险预防的禁止性预防手段。

自然中心论的秩序尊严观主张以恢复自然状态为限度对人体基因科技进行合理利用。这种秩

序尊严观区别于自由尊严观支持的自由主义优生学 (市场化的逻辑),而主张对人体基因科技的

发展设置自然状态的限度,即对增强型的人体基因科技予以禁止,同时对于人体干细胞的研究设

定限制规则,由此保持尊严内涵的自然道德地位。〔48〕自然中心论的秩序尊严观对特定增强型的

基因科技同样采取禁止措施,且阐明人体基因科技的限度立场,这实际上与强式风险预防的积极

作为禁令方式一脉相承,主张对相关科学研究设置限制规则,且并不要求国家对采取积极预防措

施进行举证。

人性中心论的秩序尊严观要求对与生命体相关科技活动采取谨慎、适度的措施,通过道德共

同体所创造的法律,用权利和义务对相关事项予以规范。〔49〕可见,该秩序尊严观并非通过禁止

这种效力最强的措施进行绝对限制,而是通过立法规制相关科技活动。在这个意义上,人性中心

论的秩序尊严观对风险预防的态度并非像其他秩序尊严观一样诉诸最强意义的禁止性风险预防,

而是通过法律配置权利义务的方式要求道德共同体制定法律。而所立之法需要尊重以偶然事实为

基础、具有道德意义上的自主性的人性,确保个人作为自己生命 “唯一作者”。这种主张国家通

过制定法律的积极作为方式应对人体基因科技风险的观点契合强式风险预防所要求的国家积极作

为面向,且这种积极预防措施相较于禁止而言更具开放性,能够为不同类型的人体基因科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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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化的风险预防空间。

(三)秩序尊严观与强式风险预防的弊端

秩序尊严观存在内涵空洞的理论弊端,且对自由价值构成排他性限制。尽管康德将自由视为

原初规范的道德起点,但他却用尊严主体目的论对人性尊严进行了绝对的主客二分。主客二分论

的秩序尊严观即是将康德诉诸主体性的人性尊严观予以落实的体现。虽然主客二分论观点鲜明,

但却论证无力,以空洞的价值观回避对真正问题的论证,即主客二分论既未界定 “尊严”或 “尊

重”的明确内涵,也未阐明尊严的理论基础,仅将尊严当作一个不可再简化的绝对价值,欧洲议

会的议员们受到了多个人权公约和保护人性尊严基本原则的影响,实际上遵循了价值观至上的立

场。〔50〕自然中心论和人性中心论的秩序尊严观都注重机遇 (chance)的偶发性,二者能够为国

家对不同类型的人体基因科技采取不同预防手段提供理由,但并未彻底解决胚胎的道德地位,并

未阐明生物人与位格人的同一性。〔51〕与此同时,秩序尊严观将主体目的、人性、自然的价值秩

序予以最大化保留,具有限制自由的倾向。

强式风险预防的理论弊端在于欠缺理性。强式风险预防断言,任何具有不可忽略的损害风险

的活动都是不允许的,通常会以禁止命令方式进行风险预防,而此类禁令措施本身会带来不利后

果。〔52〕强式风险预防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它没有提供指导,而是禁止了所有的行动,包括不作

为。由于风险存在于社会状况的各个方面,而管制行为也会因产生替代风险而违反预防原则。这

意味着,任何普遍预防的努力都将使运转瘫痪,政府在风险广泛存在且不确定的情况下采取严格

的监管措施,将在事实上赋予政府和国家决定权以及采取监管行动的广泛事由,为政府过度限制

公民基本权利提供正当理由。〔53〕此外,强式风险预防的非理性表现为不计成本地进行预防。预

防的成本高昂不仅是消除了 “机会利益”或增加了替代风险,而且会造成巨大损失,使得预防措

施难以实施。由于预防措施的成本支出本身就带有风险,故不应当对任何可能致害的风险都花费

大量资金来进行预防。〔54〕

秩序尊严观涵括的强式风险预防不仅存在理论弊端,也会产生实践危害。国家权力秉持秩序

尊严观意味着,国家权力的行使遵循着绝对主体性、自然与人性的抽象秩序价值,这些价值决定

了国家预防人体基因科技风险的立场遵循如下逻辑:除非有证据表明人体基因科技风险造成的损

害不会发生,否则国家机关应当积极采取行动预防该科技风险。此时国家机关基于保障秩序尊严

观下的抽象公共利益,不再以私主体的自由作为行使公权力的界限。这便为国家公权力介入公民

基本权利提供了正当化的理由,且介入程度并不存在明显的限度,国家预防行为在缺乏明确限度

的情况下会过度限制公民基本权利。此外,国家预防人体基因科技风险主要诉诸禁止的手段,导

致了秩序的维持将以牺牲公民普遍的行动自由为代价,对科技风险的过度规制会阻碍科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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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影响人体基因科技进步带来的福利。

四、人体基因科技风险预防的价值选择

当前关于生物科技的论辩已经极化为两大阵营:一大阵营为坚持自由至上者,其主张不应对

新技术发展施加限制,要求去除管制的自由市场,且能够从被松绑的技术进步中获利;另一大阵

营为对生物技术有道德担忧的异质性群体,包括宗教信徒和新技术的反对者、担忧优生学卷土重

来的人士。这两种极化状态下的观点,不论是主张对生物技术的发展完全放任自流抑或进行大范

围禁止,都具有误导性。〔55〕自由尊严观和秩序尊严观反映了这两大阵营的价值观取向。而不同

的价值取向所对应的风险偏好和风险预防强度不同,只有承认尊严观与情感或知觉紧密相连,才

能真正连接 “实然”与 “应然”,〔56〕才能在特定的尊严观指导下明确国家预防人体基因科技风险

的立场和强度。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应秉持何种尊严观应对人体基因科技风险。可以根

据既有尊严观建构人体基因科技风险预防的价值依据。

(一)正义尊严观的证成

自由尊严观和秩序尊严观具有逻辑悖论、过于绝对、内涵空洞、论证疏漏等特点,不仅存在

理论弊端,而且会导致实践危害,不足以成为人体基因科技风险预防的价值基础。人体基因科技

风险预防的价值遵循需要吸收上述不同尊严观的合理内核。

由于每个人的生命具有同等的客观重要性,因此,应当将每个公民的生命视为具有平等的重

要性。与此同时,每个人都应当受到尊重具有正当性,而不论其遗传特征如何,都不能因个人的

遗传特征使人的尊严受到贬低,应当同样尊重个体的独特性和多样性。〔57〕客观重要性能够推导

出平等价值。其中,尊严之平等从消极层面而言是指,所有个体的人格都拥有不可侵犯的尊严,

一种不可剥夺且须受法律保护的权利;从积极层面而言是指,每个单独的个体基于道德法则所体

现出来的德性并不相同,从而配享的尊严并不完全相同,前者指法权,后者指德性。〔58〕基于此,

客观重要性原则中的平等应作为重构的尊严观的内核之一。

从整体的自由尊严观看,其提供的重要价值内核为自由。一方面,客观重要性原则要求每个

生命都应遵循成功标准,人体基因科技的发展在实践层面体现为技术福利,这种福利作用于通过

基因治疗提升生命质量。这种福利也提升了尊严,是实现客观重要性的手段。而该技术发展在价

值层面取决于科研自由,因此,自由及其实践指向的福利应作为重要因素被提取。且基于平等的

福利表达为共同福利。另一方面,本真性原则强调的自主决定从生命个体层面体现了尊严内涵。

自由尊严观通过本真性建构尊严的内涵,由此最大程度地排斥公权力主体对个人自主决定的领域

进行干预。若放任客观重要性之下的自由,则会对生命自主决定产生影响,从而减损生命个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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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28〕,弗朗西斯·福山书,第182 183页。
参见前引 〔28〕,弗朗西斯·福山书,第117页。

SeeUniversalDeclarationontheHumanGenomeandHumanRights(1998).
参见前引 〔2〕,瓦尔特·施瓦德勒书,译者导言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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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尊严。因此,自由不能成为没有边界的价值遵循,应当为自由尊严观之下的自由价值划定

界限。

秩序尊严观不失为限定自由价值的有效手段。将人作为目的、坚守人性和自然无疑为限定自

由价值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是目的、人性和自然本身过于绝对和抽象,甚至这种秩序尊严观仅

为对生物技术有道德担忧的异质性群体所持有。尽管未受到人体基因科技干预的生命状态符合人

性、自然和人是目的的抽象秩序观念,但是对于被疾病所困扰的生命体而言,尊严的价值极为有

限。因此,从秩序尊严观中提取的价值要素不仅构成自由的限度,也要弥补秩序价值观本身的缺

陷。从秩序尊严观的内涵构成看,秩序存在安全性和可预见性两方面的诉求,其中,安全性是可

预见性诉求的目的,可预见性是安全性诉求的手段。〔59〕此种安全观能够弥补秩序尊严观仅关注

价值秩序的抽象缺陷,安全价值要求对技术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安全是人体基因科技得以应用的

前提,也是科技应用的标尺,超越安全限度被视为违反人性和自然,由此克服秩序尊严观过于绝

对的缺陷。与此同时,安全是风险预防的目的,风险预防受到国家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指引。〔60〕

鉴于上述理由,安全应当作为风险预防尊严内置论的核心价值之一。

上述论证初步证成了重构的尊严观应当包含四个维度,即平等、自由、安全和共同福利。任

何一个维度都并非绝对的,而需要以其他价值作为限度。在法学领域,与平等、自由、安全和共

同福利产生直接价值关联的乃是正义,法律被视为正义的综合体。〔61〕在伦理学领域,正义被视

为 “应然之理”,包含 “自然之理”和 “人性之理”。〔62〕因此,蕴含着多重维度的尊严观可被概

括为正义尊严观。

(二)正义尊严观涵括的充分风险预防

与自由尊严观和秩序尊严观均不相同,正义尊严观指向了包含价值界限的四重价值维度,其

所涵括的风险预防强度也不同于前两种尊严观所涵括的弱式风险预防和强式风险预防。学界通过

吸收二者的合理性对风险预防原则予以发展和改造,提出了充分风险预防作为对强式和弱式风险

预防的弥补。充分风险预防涵括于正义尊严观,并可以通过正义尊严观在既有充分预防原则版本

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内涵填充,进而将其作为人体基因科技风险预防的价值依据。

充分预防原则 (sufficientarianprecautionaryprinciple,SPP)建议对实现或维持 “足够水

平”福祉的威胁采取预防措施。然而,就像其他版本的预防原则一样,面临特定类型的风险时,

充分风险预防要求偏离标准的成本效益分析,这被视为积极预防的决定性特征。就人体基因科技

而言,如果健康安全具有内在价值,则不应仅根据最高预期效用作出可能影响公共健康的决策,

还应当避免对健康安全造成重大威胁。这种权重安全性的目的是降低可能远远大于潜在效益的损

失风险。充分风险预防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种安全的重要性,它特别重视避免可能导致个体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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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于文轩:《生物安全立法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8页。
参见王贵松:《论法治国家的安全观》,载 《清华法学》2021年第2期。
参见 〔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

339页。
参见李德顺:《中西 “正义”理念之异同》,载 《北京日报》2020年6月29日,第0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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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某种极端福利水平以下的威胁。〔63〕

正义尊严观中的自由、平等、安全和共同福利与充分风险预防的内在关联体现为:充分风险

预防关注的健康安全观与正义尊严观的安全面向具有内在一致性,旨在对威胁人生命健康的技术

风险进行预防。同时,这种安全阈值并不以最高预期为标准,而强调需要考虑在整体福利水平以

下的特定个体的健康安全。这便是对原本处于健康弱势状态的个体的重视,在充分水平的限度内

给予这些个体以足够尊重,体现了正义尊严观的平等价值。此外,充分风险预防能够矫正自由尊

严观:自由价值仅为人体基因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理由,这些研究旨在保持基因健康,增强人类

物种的长期生存能力,却忽略了风险存在,过度促进健康而超过充分的程度。充分预防原则对风

险有更充分的关注,力图避免换取短期利益的情形,将后代面临不平衡的长期损害风险降至最

低。〔64〕充分风险预防对弱式风险预防的无力和强式风险预防的严苛进行了弥补,同时吸收这两

种风险预防的合理性。通常而言,尽管弱式风险预防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实用,但其对人体基因科

技政策的辩论几乎没有作用;强式风险预防更为相关,存在采取积极行为进行风险预防的指向,

充分风险预防吸收了其积极指向,特别重视避免在认知上被低估、理解不足的威胁、对实现充分

福利水平的威胁以及对健康安全的威胁。虽然很难从多个版本的必要预防措施中获得任何直接的

政策建议,但充分风险预防体现的正义尊严观仍具有合理性。〔65〕这便是充分风险预防在不忽略

风险的同时,意识到人体基因科技创造共同福利的一面,这同时也是对自由的尊重,且是通过吸

收弱式风险预防将自由限定在平等和安全的限度内。

(三)充分风险预防的优势

首先,充分风险预防能够为风险预防提供相对明确的方向指引,增强可行性。通常而言,在

具体应用场景之下,风险预防原则包含两个要素:第一,风险损害后果的严重性,该原则适用于

对环境或人类健康产生潜在不利影响并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第二,即使没有 “完整的”科

学证据,存在科学争论或知识分歧,政府也应该采取行动。〔66〕在人体基因科技领域,充分风险

预防旨在预防生命健康、人的主体地位、社会秩序等方面的潜在威胁,风险预防的指向性被该领

域的风险特征和风险类型所限定。存在科学争议、知识分歧等不确定性因素的情况下,国家是否

以及如何采取预防措施取决于正义尊严观的四重指向,这弥补了弱式风险预防 “不会把人引入任

何方向”的缺陷。

其次,充分风险预防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强式风险预防可能导致的国家公权力过度行使,进

而防止公权力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强式风险预防缺乏明确法律定位和法定约束力,同时也没有必

要的法定条件和程序对其规制措施予以审查,由此对公民基本权利构成威胁。充分风险预防则意

味着,科技领域的国家预防措施行使不再是完全由国家机关 (特别是行政机关)自由裁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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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16〕,JulianJ.Koplin、ChristopherGyngell、JulianSavulescu文,第57页。
参见前引 〔16〕,JulianJ.Koplin、ChristopherGyngell、JulianSavulescu文,第58页。
参见前引 〔16〕,JulianJ.Koplin、ChristopherGyngell、JulianSavulescu文,第59页。

SeeRenévonSchomberg,ThePrecautionaryPrincipleanditsNormativeChallenges,inElizabethFisher,Judith
Jones,RenévonSchomberged.,ImplementingthePrecautionaryPrinciple:PerspectivesandProspects,EdwardElgar,2006,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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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充分风险预防促使国家风险预防成为一项遵循正义尊严观的法定义务。正义尊严观之下的平

等、自由、安全和共同福利对国家风险预防的条件、程序和内容存在特定要求和法定限度。正义

尊严观为公民基本权利不受侵犯提供制度性保障的价值指引,避免国家机关的强式风险预防侵犯

公民基本权利。

再次,充分风险预防能够通过充分性限度防止预防成本过高,并克服成本效益分析的价值困

境。风险预防的适当应用必须通过预防程度予以确定,而预防程度恰恰是风险预防的难点:预防

程度过高或者过低都会影响预防科技风险的正当性与实效性,若预防程度过高则会加大预防成

本,导致收效甚微、抑制技术发展;若预防程度过低则无法起到预防效果、威胁秩序。充分风险

预防遵循预防人体基因科技风险的充分性限度。一方面,在援引预防原则、确定特定领域和时间

段内的预防程度时,一致性、非歧视和比例性构成预防程度的充分性限定,〔67〕由此确保风险预

防的成本达到合理水平,风险预防措施受到成本效益分析的约束。另一方面,充分风险预防并不

完全受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的限制,其在价值的不可通约性方面仍然尊重公民的主体地位,遵循正

义尊严观的伦理限度,不完全以成本效益作为行使预防措施的标准。

最后,充分风险预防尊严内置论的价值平衡有助于实现利益平衡。正义尊严观克服了价值绝

对化倾向,其蕴含的平等、自由、安全和共同福利四重价值互为界限,进行风险预防决策时根据

特定价值的重要性或分量这种类似于原则的方式予以权衡。〔68〕正义尊严观涵括的充分风险预防

也会采取重要性权衡的方式平衡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平衡科技创新利益与科技风险,以确保科

研自由、自主决定、技术福利维持在充分水平。

五、结论:正义尊严观的风险预防指引

本文在尊严内置论的视角下立足于解决人体基因科技风险预防的价值依据和预防立场问题,

这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同时也是复杂的哲学和伦理学问题。本文研究表明,自由尊严观涵括的

弱式风险预防与秩序尊严观涵括的强式风险预防均存在理论弊端和实践困境,正义尊严观涵括的

充分风险预防能够为预防人体基因科技风险提供价值依据。

在正义尊严观之下,自由表达为,每个个体具有自主性、具备自由发展的能力,如果在生命

体发展的最初阶段运用基因技术手段使生命体受到过度干预,则违背了自主决定。平等的约束力

体现为,对突破自然力和生命规律的生命个体进行基因增强,会造成生命体之间悬殊且难以通过

后天弥补的差距,国家对人体基因科技应用范围的干预应当避免造成基因改造人与自然人之间的

极化差异。安全则要求,个体的生命、健康免除技术威胁,人体基因科技应当满足安全标准。共

同福利意味着,国家并不禁止全部类型的人体基因科技,其所带来的共同福利对于弥补在自然状

态下存在严重缺陷的特定生命体具有不可或缺的矫正作用。综上,正义尊严观派生出了遵循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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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66〕,RenévonSchomberg文,第24页。
参见 〔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孙健智译,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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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度的人体基因科技应用,在技术安全的前提下,对任何一个尚未达到普遍健康水平的生命状态

予以矫正,这构成了在人体基因科技领域充分风险预防的内涵。充分风险预防遵循正义尊严观的

指引,在价值、利益、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划定充分性限度。需要说明的是,充分风险预防作为

决策工具尚须厘清其实质权重和临界值,对充分风险预防进行大量的细化和澄清后,才能将其用

于具体决策。〔69〕总之,正义尊严观及其涵括的充分风险预防为预防人体基因科技风险的制度性

建构提供了相对明确的价值指引和预防限度,充分风险预防在规则层面的建构有待于法学、哲学

和伦理学学者共同探讨。

Abstract:Thepreventionpositionofhumangenetictechnologyriskdependsonthecorresponding

values.Thefreedomdignityviewadherestothetheoryofdignityautonomy,emphasizesself-re-

spectandtheindependentdecision,andthecorrespondingpreventionpositionoftechnological

riskisweakriskprevention.Theorderdignityviewcontainssubject-objectdichotomy,nature-

centrismandhumanity-centrism,andthecorrespondingpreventionpositionoftechnologicalrisk

isstrongriskprevention.Thefreedomdignityviewandtheorderdignityviewhavetheoretical

drawbackssuchasomissionsinargumentationandhollowconnotations.Thecorrespondingweak

riskpreventionisambiguousandthestrongriskpreventionlacksrationality,bothofwhichwill

producepracticalharmwhenexercisingthestatepublicpowertopreventhumangenetictechno-

logicalrisk.Thevalueofpreventinghumangenetictechnologicalriskshouldbereconstructedas

thejusticedignityviewincludingequality,freedom,securityandcommonwelfare.Theriskpre-

ventionpositioncontainedinthejusticedignityviewissufficientarianriskprevention,whichhas

moreadvantagesthanotherpreventionpositions.

KeyWords:humongenetictechnologicalriskprevention,thefreedomdignityview,theorderdig-

nityview,thejusticedignityview,sufficientarianrisk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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